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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澳門法律制度之可行性

J．A．Oliveira Rocha＊

序 言

要談論澳門法律制度之可行性，就必須先對法律模式的運行和擴散理論做一

番分析。這種槪念包括國與國之間法律範例及法律思想的不停的流動。對這方面

的理論論述並不多。若是我們要論述羅馬法律之採納及殖民地法律問題的論著，

那麼最爲知名的立著者當數屈森①，阿古斯蒂尼②，魯蘭德③和薩科④ 。

根據論著，必須對兩種情況加以區別。第一種情況是，特定司法技術的輸入

是基於一種特意作出的抉擇，並依據輸入國的標准而採用。採納羅馬——日耳曼

模式（池巴（Ch i b a ），1 986年）的日本和實施社會主義法律的中國就屬這種情

況 。

第二種情況就是所謂的“殖民地法”。在這種情況裏，特定司法模式的實施

就是經濟與文化的殖民化裏其中一個最大的過程 。

＊澳門東亞大學（澳門大學）敎授（法律及公共行政）

① A. Wa t s o n 的 主 要 著 作 有 ：

《法律之移植：比較法之入門》（1 974年）；

《法律的本質》（1 977年）；

《社會與法律變化》（1 977年）；

《民法之制定》（1 981年）；《法律 淵源、法律變化及多義性》（1 984年）；

《法律之演變》（1 985年）；

《法律想象之破滅》（1 988年）。

② E r i c Agos t i n i ，《法律比較》（1 988年），Puf ．。

③ R o u l a n d ，《法 律人 類 學》（1 988年）。

④ Rodo l f o Sac c o，《比較法槪論》（1 990年），都靈：G．Giap i che l l i E d i t o r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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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葡萄牙影响最大的殖民制度是法國實施的制度，法國的制度是容許雙重法

律體系的存在的。宗主國的法律僅適用於法屬領地，與此同時，“當地”法仍舊

依附於俗例。發生爭執時，則以維護“殖民地公共秩序”的原則實施法國法律 。

總而言之，在法屬殖民地裏，傳統的法律制度是由殖民者的法律制度所允許和容

忍的附屬性法律 。

澳門不能列入上述任何一種的情況。自從葡萄牙人來到這個地區起，就一直

存在着截然有別的兩種法律制度和兩種法律組織機構：中國的和葡國的。此外，

葡國在整個亞洲的領地裏，情況都是如此，唯有果阿是個例外。只是到了十九世

紀中葉才採納了一種成效不太令人滿意的法律殖民化的過程（胡克（Hooker），

1 9 8 8年）⑤ 。

從理論上來看，法律模式的流通，或如一些人所說的那樣，法律模式的移植

問題要求對法律和社會間的關係進行分析。對此，存在對立的兩種槪念。第一種

槪念把法律作爲社會的一面鏡子（弗里德曼（Fr iedman），1 984 年 ） 。

孟德斯鳩 （Mont esqui eu） 是用下面這種方法表述這個思想的：

“……每個國家的政治和民事法律……應適應其所服務的人民，如果一個

國家的政治和民事法律能適用於其他民族，那將是極大的幸運”

引自《法律精神》，I，3（1748）in 2 Montesquieu，

Oeuvres Complétes 237（ed．de la Pleiade 1951）．

根據這種理論，只有該過程涉及包括法律體系在內的文化模式的轉移時，才

能談及法律的移植 。

由屈森發展的第二種理論 （ 1 9 8 3 年） 認爲，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與法

律制度之間並不存在緊密、全面和必然的相互關係。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

；它與其他社會制度不同，是在自己的範圍裏存在和運行的。屈森還認爲，法律

的這種相對自治性歸因於法律工作者的決定性作用。其專業化的培訓限制了法律

的社會性參與，而且在某種形式上使法律不受社會現實的影响。在這個意義上，

可以輸入法律標准、模式和制度，並應用於有別於它們得以形成發展的背景的

社會制度之中 。

羅斯料·龐德（Roscoe Pound）認爲：

“一種法律制度的歷史多屬於從其他法律制度裏借取法律物料以及吸收法律

以外的物料而成的歷史”。

⑤ Al be r t o Cos t a（1 989年）談到立法的“自我主義”，其含義是，延伸到澳門的葡國政治

制度表明它無法與其在運作的環境溝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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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明白，法律制度是可以輸出或移植的。然而，這種轉移是否成功與特定

思想意識的輸出緊密相關；換言之，法律移植必須與深刻的社會結構變革伴生，

這就如同在中國發生的那樣，首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而後是社會主義革命。另

一個同樣的例子發生在日本現代化和西方化時期。

其次，那移植涉及到緩慢的文化同化進程⑥。

再者，唯享有政治上的合法性⑦，才可把特定的法律制度移植，這就是說，

輸入法律制度的社會把新模式作爲合適的模式加以採納。事實上，對新模式的強

行採納是可逆變的；一旦力量的相互關係發生變化，其效果就吿終結（薩科，1

990年）。基於這種觀點，應該強調指出，歐洲模式最初在殖民地的傳播，旨

在調節屬地間的法律關係。由於“威望”方面的考慮，即期望新領導人能擁有殖

民當局的職權，歐洲模式的採納進程在獨立之後加快了步伐。此外，“威望”還

源於羅馬法律的採納，並能解釋拿破倫法典之擴張和德國的科學、學院模式之滲

透 。

最後一點是，沒有在新模式中培訓專門的法律工作者，有效的移植是不可能

的。這方面在新法律模式裏提供其工作者，即律師、法官、登記官和立契官及其

他司法官員的法律學校就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因而我們讚同屈森（1 983年

）的看法，即強調法律工作者的重要性，因爲他們能夠使外來的法律模式適應社

會制度⑧。

在分析過一個移植後的法律制度是否可行的假設或條件之後，現在該問一下

那葡國的羅馬——日耳曼制度在澳門是否可行呢。

當然會有一些正式條件使這制度的存在能延續到一九九九年以後。“聯合聲

明”規定把現行“法律基本不變”的司法安排納入未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

我們並不要懷疑雙方的良好意願。然而，我們要談的是另外一個“聯合聲明”

的闡釋未能解答的問題。問題就是對源於葡國的澳門司法制度的可行性是否存在

客觀的條件呢。

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將對澳門的司法－行政和司法－政治制度的歷史做

一番分析。下面我們要探討一下與澳門類似的情況，譬如果阿。然後分析澳門的

法律現狀。研究中國是如何解決司法準則和模式方面的冲突，亦是一個重要的課

題。我們還將試權衡一下能否對各種政治制度產生及保持信任，尤其對那些可視

爲最合澳門的司法模式與制度。

⑥請看歐洲採納羅馬法律的情況。該過程延續了五個世紀，儘管其推動者接受的是同類型的敎

育，但最終並未產生一個全歐劃一的法律。

⑦關於政治合法性問題，請參閱 Dogan（1 988年），L i p s e t （1 981 年）等人的論著。

⑧顯然，這種管理的意思是輸入的法律制度將充滿當地成份。R i ggs（1 964年）談到以多種

機構的重叠爲特征的“多稜社會”，在那裏，從殖民宗主國輸入的法律標准只是在表面上對

社會關係加以調節。因而，在由政權認可的官方法律與由大眾所認同而出現的非官方的法律

之間存在着一道鴻沟 Ch i ba，1 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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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變量行爲的分析，將使我們得以開列出關於澳門法律制度可行性的設

想 。

最後還要針對法律實踐、立法政策、司法結構和法律敎育領域提出一些措施

，使“聯合聲明”所指的，即澳門現行源於葡國的法律能夠成爲未來的澳門特別

行政區的法律 。

澳門法律制度形成的歷史

澳門自十六世紀中葉開埠以來便有兩種自治的法律制度，那就是適用於葡萄

牙居民的葡國制度和適用於中國居民的中國制度。除了本身的法律，每種模式都

有各自的司法組織。涉及葡萄牙人的簡易案例的司法審理係由民選法官處理；其

他案例則由陪審員審理，上訴則向果阿法院提出⑨ 。

而對澳門中國居民的司法審理權則歸屬中國當局，只有在一些輕微案件中具

有相應中國官員身份的檢察官才擁有司法權。涉及葡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問題是

個異常棘手的問題。按照規定，一般性的案例屬檢察官職權範圍。在較嚴重的案

例裏，檢察官把中國人送交中國縣官，而葡萄牙人則提交葡國司法審理。然而，

這種程序並不總是風平浪靜的。博克瑟（Boxer ）稱之爲“拉鋸”的政策，在澳

門整整生效了三個世紀 。

十九世紀中葉，阿馬留（Fer re i r a do Ama ral）總督對澳門行使葡國主權，檢

察官則把其司法權擴展到澳門中國居民的所有民事和刑事案件 。

一八六二年，修改後的檢察官規章這麼寫道：

“檢察官未能通過調解而確定之一切民事問題，仍然由當事方指定的仲裁員

簡單即決地裁定，並經由檢察官認可，可訴諸政府委員會”

這種制度一直沿用至 1 8 8 4 年 撤銷檢察官和澳門中國事務檢察署爲止。檢

察官的所有職權劃歸法區法官 。

同一文件還擴大了商法的適用範圍至澳門⑩ 。

顯然，這純粹是紙上談兵，因爲中國人仍然依據自己的做法進行商業活動，

甚至在法規生效後約二十年的時間裏在澳門建立的所有的中國商業社團都是非法

的 。

⑨1 581 年的一份文件提到陪審員和兼做死者和缺席者書記員的司法書記員。而1 588年的陪審員

規章則確定了他們的職能和權限。首先就是禁止他們干預對中國人的司法審理。

⑩更爲現實的是在1 879年1 1 月1 8日頒佈的法令，使民法在海外生效，但保留不適用於華人的風

俗習慣。通過1 909年9月2日的法令，頒佈了特別針對家庭和繼承範圍的中國人習俗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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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了民事裁判帶來的是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優先考慮的是爲中國

人設立一個法院——澳門支那人特別法院。

終 於 由 1 9 1 7 年 1 1 月 2 9 日 的 第 3 6 3 7 號 法 令 頒 佈 設 立 該 法 院 ， 而 其

規 章 由 1 9 2 0 年 1 1 月 2 7 日 的 第 3 1 1 號 省 令 做 了 修 改 。

該法院的權限包括普通程序的民事和商業訴訟及特別程序的訴訟，以及刑法

第 5 8 條提及的任何懲處所適用之全部刑事案例的審理和判決 。

總而言之，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澳門一直存在兩個分離的社會，每個都有自

己的法律制度和不同的司法結構。從十九世紀中葉到本世紀三十年代，實行的是

一種殖民政策。澳門政府專爲中國人設立那些有自己的訴訟規定和使用中國法律

的法院（先設立了檢察院，在改朝換代之後又設立了特別法院）。

葡萄牙把立法範圍直接和簡單地擴展至所有澳門居民並沒見有成效，因而在

家庭和承繼法的範圍保留了華人的俗例和習慣並據此而設立審理民事及商事的特

別法院，由仲裁員和陪審員負責（11）。

自本世紀中葉起，由於當時實行的“同化”政策，已不再考慮澳門的特殊性

，轉而考慮的一般是在葡國通過的法律文件 。

那麼今天又是什麼情況呢？由蘇保榮（Boaven t u r a de Sousa Santos）敎授

領導進行的一項法律社會學的研究結果（1 991 ）便會有個答案，屆時我將細

加研究 。

下面我們將對法律模式的流通做個簡要的分析，以得出有助於評價澳門法律

未來的一些結論 。

比較分析

（11）在一份對商法在澳門的單純擴展的消極作用的分析中，委員會把本世紀初澳門的經濟危機歸

咎於實施葡國商法的錯誤政策。確實，中國人的商業社團不是合法設立的，一旦因破產而有

必要訴諸法庭時，所據的是合伙人共同負責的原則，這種作法把資本家弄得暈頭轉向，促使

了中國資本的外流 。

有關法律模式交流接觸的比較分析論著並不多。其中最著名的論者當數胡克

（Hook e r ）（ 1 9 7 5年； 1 9 8 8年）和池巴（C h i b a）（ 1 9 8 6年） 。

高志德（A l be r t o Cos ta）（1 989年）在很大程度上依據上述兩位作者的

論著，對英國在斯里蘭卡的經驗、葡國在果阿、達曼和第烏的經驗以及英國在馬

來西亞、新加坡和香港的經驗進行分析 。

對這些經驗所做的比較分析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結論。首先是法律和語言有聯

系。這種聯系在“習慣法”的情況裏尤爲明顯；法律與文化緊緊聯系在一起，以

至於許多立著者（陳，1 989年）懷疑一九九七年之後“習慣法”在香港能否

存在。這種情況與“民法”制度的情況不太一樣。這後一種模式更易於輸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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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所要的是一項翻譯（12）和適應工作，人們一般稱這工作爲法律本地化。在澳門

，這是一項根本性的工作，因爲在1 999年之後只有爲數不多的人講葡萄牙語

，而中國居民則一直以來都是生活在葡國法律以外。

對各種經驗進行比較分析得出的第二個結論是一個法律制度的延續必需靠法

律工作者。高志德（1 989年）認爲，葡國模式法律制度在果阿的消失，很大

程度上歸因於葡制司法人員所留下的空缺被“習慣法”制度所培訓出來的司法人

員逐 步取 代（13） 。這方面，葡國政府的失誤就是從沒有在果阿設立法律院校。况且

在那裏遇到的阻力較之菲律賓和波多黎哥爲小，儘管彼此間的經歷非常相似。

第三個結論是，不同的法律制度相處的結果乃以社會結構較好的一種制度佔

優。據最新的分析，葡國法律制度能夠在澳門是有賴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良好意

願，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意在澳門保持“民法”模式，因爲在她本身內部的現代化

過程也在輸入這種模式。然而，必須使該模式適應澳門的未來規劃 。

在澳門的司法機構和法律活動

澳門仍沒有自己的司法組織。現有的法院乃從屬於共和國司法組織（14） 。

1 990年8月9日，政府通過了“司法組織”法案並提交共和國議會（1 5） 。

然而，法案不久就引起了爭議。律師門認爲法案是不合適和有局限性的，而檢察

院的法官則認定這部未來的法律將管轄澳門的法院。討論拖延了些時日，當地報

紙亦有做出反應。法案最終得以在1 991 年6月付諸表決。然而，對該司法模

式在 1 9 9 9年以後生存的可能性留有疑問。

對於在澳門的法律活動方面，蘇保榮敎授的研究工作（1 991 ）是最清楚

不過的了。初步分析表明，儘管近幾年司法活動有所增長，但在民事審理的一些

重要的領域却呈相對萎縮。蘇敎授認爲，這種萎縮意味着司法機關與澳門的華人

社會的一種分離。至於最近幾年訴諸法庭案例的相對增多，原因只是要求法院作

証的案例大增而已。

這些案例大多數都是要求取消出生登記上其曾作放棄葡籍的聲明。目的是爲

了獲得葡萄牙國籍，預防1 9 99年之後可能發生的事情。

（1 2）1 989年2月20日第1 1／89／M 號法令規定，葡萄牙文的法律、法令、訓令及澳門政府機構的批

示均要附同中文譯本。然而，中文文本僅具參考價値。此外，總督有權下令在《政府公報》

上刊登任何法律文件而無需相應的中文譯本（見在1 991 年7月3日的《政府公報》上頒佈的第

1 08／91號批示）。

（1 3）這種情況很可能在澳門發生，因爲雙語司法人員已爲數不多，而且他們大部份都可能在1 999

年之前就離開澳門。

（1 4）助理總檢查 長Garc i a Marques（1 989年）做了一份講述澳門司法制度的報吿。

（1 5）在討論中的“司法組織”法提案曾刊於1 990年1 2月8日的《澳門論壇》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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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蘇保榮敎授的看法，澳門居民與法院間關係的疏離原因可能是有力支配

社會現實的非官方手段的壯大又或者另一可供人們選擇的本地法律文化的壯大所

致。不論在那一個假設，葡式法律的未來是不明確的。

在法律敎育方面，1 988年在東亞大學（即今澳門大學）開辦了一個法律

課程。儘管在創辦該課程的過程中有過一些波折，但對其所採納抄襲葡國現有東

西的敎學模式，從來沒人提出過疑議。縱使深知這是個棘手的問題，仍然有必要

對此加以反思。

除了由公共行政培訓中心所辦的課程和講座以及爲那引起爭論的私人公証處

的設立而辦的課程外，狹義地說，培訓工作做得並不多。

在創建本地政治文化方面，甚至一本法律刊物也沒有；以澳門爲對象的法理

學收集工作也有待開展；儘管立法事務辦公室開展了一項値得稱讚的立法調查工

作，但對現行立法文件的編輯、整理和評論及翻譯成中文的工作，均未提到議事

日程上來。

澳門法律制度的合法性

當那制度能夠對最適合那社會的政治－司法機構產生和維持信任時，就會談

到合法性的問題。

在一個像澳門這樣的具有不同政治利益、處於快速過渡進程的政治制度裏，

對合法性的關切是必須的。最好的法律不一定是最完善的法律，但必須是廣泛讚

同的結果而且必須具備以常規方式長久存在的條件。

法律制度的合法化過程，要求公眾參與和不斷磋商，以獲得環境與政治決策

制度間的反饋。

由於大部份公眾和政府之間有溝通上的困難，在澳門的那個合法化進程是極

其困難的。這個事實要求我們必須悉心關注立法本地化進程，必須從社會學研究

法律的未來使用者並在法律生效後對之加以宣傳（16）。

對葡式法律制度的合法性程度，我們沒有准確的槪念，但一切都表明，居民

對澳門現行法律模式的認同是微不足道的（17）。

（16） 把法律市塲化的過程，可以加入一些協助法律實施的形式，如法律諮詢和法律援助處之類。

那份有關法律援助的條文，即88年8月1 5日第21 ／88／M號法律至今仍未整理妥當。

（17） 關於衡量政治合法性和應加以考慮的指數的方法，請參閱 Mat t e i D o g a n （ 1 9 8 8 年 ）

的著述。

（18） 91 年6月3日第106／GM／9 1 號批示規定公眾服務暨諮詢中心對所接到的投訴、請願、意見、

批評和諮詢做出季度報吿，得出的資料有助於評價澳門居民對政府的接受程度。我們希望這

些資料能得到很好的收集整理，使硏究人員的工作能順利開展並按此明確制訂政策。

評價合法性程度，是一項複雜和緩慢的工作，要求對眾多的指數加以衡量（1 8）

。其中一些指數的值較低，如投票率（參閱表1 ）；爲捍衞制度而獻力的看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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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儘管存在一個與澳門居民傳統利益一致的社會，但大部份澳門的居民都寧

願選擇移民。1 989年6月就此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中有一個問題是問有否做

出了離澳的安排。百分之三十二的華人、百分之五十七的葡萄牙人和百分之六十

的澳門人（土生）做出了肯定的回答（19）。

表1

1 9 7 6 － 1 9 9 1 年直接選擧資料

＊係估算數字，因爲對上一次人口普查是1 981 年進行的。1 991 年會進行新的人口普查
，因而數字會有變動。

資料來源：行政曁公職司1 991 年選擧結果報吿。

最後，如果說近幾年的經濟發展一方面令澳門的經濟繼續可行（20），另一方面

則因大量中國勞工的進入令致澳門本土的文化遺產與特色消減。

中國與澳門：法律，思想及法律制度的相互作用

澳門的大部份法學家都預言葡式法律制度會有光明的前景。從法律觀點看，

他們以爲中國正在“西方化”，正在輸入歐洲大陸的羅馬一日耳曼模式。在二三

十年代就做過這種嘗試，引進了六部法典。然而，這些於 1 9 2 8至1 9 3 5年

間頒佈的法典，事實上從來沒有實行過（徐白康，1 990年）。就是在目前實

施這些法典的台灣，對律師和法官的重視也是微不足道的並經常干預司法權。敎

育仍然把傳統作爲解決冲突，節制個人行爲的最佳方式。只有當控制社會的儒家

方式不能奏效時，法律懲罸才派上用場（艾潑斯坦（E ps t e i n），1 989年）。

（19）L u i 及 Coope r 在一份新作（1 990年）中談到香港，他們對高級公務員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後得出的結論是，存在一種不穩定和對未來不信任的氣氛。

（20）文禮治政府曾力圖使人相信的那些所謂大型建設，即使從經濟方面看也可能並不是什麼理想

中的黃金國。要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建成這些項目，勢必導致通貨膨脹、工資上漲和本地工業

出口競爭力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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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把法律作爲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的這個來自蘇

聯的法律槪念得以盛行。這種把法律作爲工具的槪念如今仍是個主流。此外，法

律的第一源泉不是法律，而是政治聲明（21）。

事情確實在發生變化（22），但我們不知道是否會對社會現實產生影響，不知道

是否會帶來變化，但願我們不要看到儒家傳統的復活（23） 。

對中國法律加以描述，使我們可以對未來的中國和澳門法律制度間的相互關

係做出一些預測。

根据“聯合聲明”，“現行法律基本不變”。而“聯合聲明”的附件寫道“澳

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澳門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除

與《基本法》相抵觸或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根

据同一附件，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由《基本法》、澳門原有法律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構成的。

表面上似乎一切都明白無誤，然而，詞語的含義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談到台

灣和“一個兩制”時，鄧小平強調指出，自治是有限度的，完全自治是超出了討論

的範圍，因這可意味着“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國家”（《北京周報》，1 98

8 年 8 月 ， 第 3 2 期 ） 。

張永由（1 988年）在談到香港時指出，“不變”的意思是“基本不變”

，而不是所有的細節都不變。這句話的意思是，一方面中央政府不對之作任何變

動，但並不是說澳門居民就不能對之加以變動。另一方面的意思是，“一個國家

”的槪念必須包括國家的完整和國家主權的維護。中國現在是並且繼續是個社會

主義國家（24）。

總而言之，誰也無法肯定未來，但中國對澳門顯然要在一個主要取決於總督

形象的制度裏控制着權力的主要槓杆，如解釋權、改變權和行政長官的任命權（25）

（21）如要了解中國法律情況，請參閱 E．Del l ’A qu i l a（1 981 年）的《中國法律》，這可能至今

仍是最好的手册；從官方角度來看，則請參閱其他論著，如杜西川和張凌元（1 990年）的《

中國法律制度》。

（22）如要深入探討最近的法律制度改革和硏究中國的法律，請參閱吉衞東（1 989年），張志鳴（

1 989年），A．D i c k s（1 989年）和陳守誼（1 988年）等人的論著。

（23）最近（1 990年1 1 月1 1 日），羅馬自由大學國際法硏究學會的漢學家Rober t o Be r t i ne l l i 在

澳門指出，“根據西方的標准，中國首先是個沒有法律傳統的國家，它千百年來把法律作爲

達到國家目的的工具，並在那儒家遺下的思想框框裏奉行法外協商”，爲此，作者引述了十

八世紀文人顧炎伍的話，“法律和規定對領導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並不是通過他們而得

以實現良好的秩序，因爲這種公正政府的原則植根於人們的思想和習慣之中”。

（24）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解決冲突的方法，這可用作預測中國將會是如何對待未來的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法律。目前僅知道黃進（1 990年）、韓德培和黃進（1 990年）在這方面發表過著述。

這兩位作者在他們的合著中談到澳門、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未來在法律上的爭端可視

作爲地區上的爭端，認爲可適用自治區與經濟特區的經驗。

（25）我們尙未知道《基本法》的最終方案，但“聯合聲明”規定，只能在澳門進行的協商基礎上

始能任命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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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政策方面的結論

經過對這些變量的分析，高志德認爲可能發生下面三種情况：

1 ．源於葡國的現有法律制度會被中國法律所吸收；

2．現有政治制度將瓦解，由“習慣法”的制度取而代之，至少在經濟領域

是如此；如同在果阿所發生的一樣，殘留着的是一些家庭和繼承法的痕

迹 ；

3．儘管存在許多不利因素，澳門現行法律制度將延續到1 999年以後。

至於第二種情况，我們並不太憂慮。香港的法學家則害怕“習慣法”制度的

消失。然而，澳門法律體制的壯實似乎應該與由“習慣法”制度發展出來的各種

外交法律技巧相結合（26）。

第一種情况是最令人擔憂的。如果不採取緊急政治措施，那麼澳門的法律制

度就有在短期內解體的危險。

應在下面四個領域採取措施：

1 ． 立法政策

2． 法律文化

3． 司法組織

4． 法律敎育

1 ．首先，應徹底地把立法的能力本地化，就是爲此甚至不惜重新修訂組織

章程。近期指稱澳門立法機構沒能力在敎育、環境和健康領域問題上進行立法的

討論，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即使自治權限極少，但不能自己確定自己“福利”的

政治制度根本就不存在。要不然就談不上政治上的自治。

其次，有必要使大領域的法律本地化，如多部大法典（27）。在某些法律項目中

，如行政法，甚至弄不清哪些東西是現行有或無效的 。

總的來說，立法的工作一直以來都還能夠適時地回應和解決一些問題和利益

集團的壓力，只是沒有實行一項清楚明確的政策，即留下一個能在1 999年之後

延續下去的法律遺產。

2．我們已經看到，在原本的執行權離去之後，一個法律制度倘要繼續生存

下去就需要有一個可養活它的法律文化。如果沒有這法律文化，那法律制度的生

命力即使比那執行權更頑強也會隨着時間的過去而減弱。

（26）法律制度如同組織機構，要植根於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就必須對這個環境加以吸收採納。

（27）這個跟把立法工作交給外來人是不同的，他們根本就不認識本地實況。我們並不是要製造傑

作，而是要使葡國法律能被澳門居民所接受採納，而這主要是法律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和

比較法的專家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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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我們必須迅速行動起來。必須通過創辦一本刊載法學著述和評論的刊

物，去組織推動法律知識的傳播。有必要建立法律制度的“銷售市場”（28） 。每項

法律或規範性條文，均應配有揷圖說明以通俗易懂的摘要形式在澳門的所有刊物

上刊載（29）。

其次，應開始着手在法庭內使用中文。與此同時，應激發對那些熟悉現行制

度特點的翻譯員和“法律起草人”的專業培訓工作，並着意在1 999年以後保

持葡國法律的精神。

最後一點是，任何一種文化體系的生存，均有賴於其是否對外開放、努力吸

取對其重要的東西、擴大其影響。在擴大影響方面，應與香港的情况作一番比較

“習慣法”制度的影響波及鄰近的深圳經濟特區，深圳目前正是採用着有關的

經濟與商業法例（30）。

至於與澳門相鄰的珠海經濟特區，則沒有發生這種情况（31） 。

3. 至於司法組織，我們希望它能迅速建立起來，使澳門司法制度成爲一個

自治整體，而司法官員則可以逐步由能夠使用澳門兩種官方語言來處理訴訟和法

律工作、決定 1 9 99年後留在澳門的雙語法官替代。

4．法律學敎育是在東亞大學（澳門大學）法學院進行的。儘管有過許多波

折，但該班仍得以保持與葡國同類班相當的學歷形象。我們認爲，當務之急是使

法律學敎育地方化，使之適應本地現實並包容中國法律和“習慣法”的制度。另

一方面，必須使之國際化，即引入一些課程，培養有能力幫助澳門繼續保持自治

政治行政體制的公務員。我們都看到，澳門的生存有賴於它的國際化。但這並不

是說應擯棄其“精髓”、擯棄羅馬一日耳曼模式法律制度的特點（32） 。

（28）法律制度的銷售市塲不是通過所謂的法律諮詢去建立的。除了法律諮詢可以是行政對個體法

律工作者的一種替代外，在葡國模式裏有一個擁有這種權限的機構——檢察院。這項工作應

通過法律援助的普及而得以完成。

通過法律諮詢可以認識自己的權益，然而，由於缺錢或受文化方面的局限性而不能實現

這些權益，這至少是令人沮喪的。

（29）這並不阻碍刊發宣傳政治行政制度的手册，如新近由行政曁公職司刊發的《行政手續指南91

》就是一個開端。

（30）1 988年1 2月29日的《南華早報》在第8頁曾談及以下幾個範圍的問題：土地和所有權 ；企業

及其他組織機構 ；公職法 ；企業管理 ；股票及証券；貿易及市場管理；信貸；運輸 ；海關；

勞工；電視。

（31）澳門與廣州兩地檢察官的多次會晤，以及澳門法學院與廣州法學院聯系的建立，表明對澳門

未來法律制度極其有用的一種相互作用關係已開始建立。

（32）基於這種看法，我們理解葡萄牙學生的擔憂，他們付了學費就能合法期待學位在葡國得到認

可。我們理解，學歷的國際化和成果的差異只能給未來的畢業生帶來事業上的好處。眾所周

知，目前在葡國有法律系畢業生人數過剩的情况，市場無法容納。滿足葡萄牙學生的要求，

是合情合理的，可以通過在後兩個學年對其進行專門培訓來實現。這樣，其中一種模式可以

維持相同於葡國國內的學歷，另一種模式則有適合國際及本地情况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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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加強法律的專業培訓，即專業化的培訓（法官、立契官、登記官、檢察

院的人員），但也要培訓司法事務範圍的公務員。

時不我待，已是時候利用那些接受中國和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習慣法”

國家法律敎育的人仕，向他們提供專門進修葡國和澳門法律的機會，以改變他們

所受的敎育。

最後一點，爲了能令制度延續下去，必須使研究生（碩士和博士）的培訓制

度化。否則澳門就會步果阿之後塵，即那些來自“習慣法”敎育制度的新的法律

工作者局限於該種法制去思維推理，並實施該法律制度。在短短的時間裏，果阿

成了馬六甲而澳門又如同馬六甲一樣，亦將成爲往事的追憶。

1 9 9 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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